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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年来，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 一是环境史专题实证研究成果

大量涌现; 二是更加深入地探讨环境史研究的主旨关切及学科体系构建等问题; 三是包括社会

史、城市史、全球史和经济史等历史研究领域，生态转向的趋势愈发明显和突出; 四是区域环
境史继续受到重视，整体环境史建构也被提上议程。本期的“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研究”笔谈，包
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生态文明研究院王利华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梅雪芹教授、云南大学西
南环境史研究所周琼教授、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暨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滕海键教授的
四篇环境史专题文章。王利华教授的《“盲人摸象”的隐喻———浅议环境史的整体性》探讨了环境
史研究实践中如何运用多学科手段和实现“整体史”的学术目标这一令人困扰的问题; 梅雪芹教
授的《生态生产力标准———环境史研究中历史评价尺度的创新及其意义》从环境史角度讨论了历
史评价尺度的转换和创新问题; 周琼教授的《区域与整体: 环境史研究的碎片化与整体性刍议》
探讨了环境史研究碎片化与整体性的辩证关系; 滕海键教授的《论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论述
了经济史研究生态取向的内涵和趋势、价值和意义。这四篇文章聚焦于环境史研究的前沿问题，
各自提出了独到见解，希冀对促进环境史研究能有所启发。

“盲人摸象”的隐喻
———浅议环境史的整体性*

王利华

(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暨生态文明研究院，天津 300350)

“环境史是什么”? 这个问题几乎一人一个见解，百人百种说法，或许永远没有统一标准答案，
但是并不奇怪。①回顾史学史可以发现: 许多世代以来，史家一直都在追问“什么是历史”“历史学是
什么”? 至今纷纭聚讼，莫衷一是。历代史学家重复追问同一问题显然并非愚笨，亦非故弄玄虚，
而是由于历史包罗万象。一切事物都有历史，此刻之前都已成为历史，历史几乎就是一切。历史学
并非凭着若干技艺即可毕其功业并且一劳永逸的学问，而是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守成开新的千秋志
业，并且必然产生各种不同知见。只要人类尚存，历史探索就不会止步; 只要人类遭遇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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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命题和分支也就不断产生。
与其他诸史不同，环境史家不愿囿于“历史是人的历史”这个藩篱。他们跨出人类社会，进入其他生

命世界乃至无机界，了解以往知之甚少的自然。这并非跨界猎奇或逐时邀功，而是履行历史学家固有职
责: 人与自然的关系原本即是两大基本历史关系之一，历史学家有义务进行系统解说。然而这一主题变
更，不仅意味着转换思想方向，还要求扩大学术视野，改变研究方式，重组学术资源，开展综合研究。
于是它不仅被认为是一种新史学，更被特别贴上了两个重要标签———“多学科”和“整体史”(首先是环境
史家自命)以区别于其他史学研究。“多学科”是手段，“整体史”则是目标，至少是重要目标之一。但在
实践中如何运用和实现，却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这里略谈几点粗浅意见供同道批判。

一、“整体史”期待与现实困境

对历史学家来说，动辄声明“多学科”甚是无谓。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本是统一整体，过去的一
切都统归于历史，包括人类史和自然史。历史学家并无专属领地，其唯一思想边界是“当下”与“过
去”之间那条不断移动的界线; 除了纵深性，历史学方法并无其他特性。过去的一切都可能成为历
史研究的对象，而一切学科的方法都有可能被运用于历史研究，它原本就是多学科的。早在中国近
代史学创立之初，就有史家指出史学是“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①

人类自从拥有自我意识，开始分辨物我，就以不同方式认知世界，而重视对以往经验的整理是

“人之所以为人者”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漫长时代中，人们主要通过经验直觉和内心感悟来认识世
界，模糊性和整体性同时存在，而史学对思想知识曾经具有很大统合性。近代以来，产业、职业分
化促进了学术分工，“分科治学”成为主流，学科、专业不断分化，认识世界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也
愈来愈多样化，在推进人类认识不断细化和深化的同时，亦导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不断割

裂，包括自然与历史分离，原本博综天人的史学逐渐遭到肢解，早在 19 世纪中期就已经引起马克
思、恩格斯的警惕和批评; ② 20 世纪中期，英国学者斯诺更批评“两种文化”分离造成巨大鸿沟。③

20 世纪以来，历史学一方面不断被分割，另一方面又在不断融摄，各类专史如同雨后春笋勃
发，条块析分的历史成为主流，只有极少数雄心勃勃的大历史学家如斯宾格勒、汤因比等才有胆量
全景地展示过去。直到最近一个时期，“全球史”“大历史”开始受到青睐，在重视人与自然关系长
期变化、重新认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方面，环境史是它们的堂兄表弟。
环境史研究的初始目标是了解当今环境问题缘何发生，人们曾经怎样试图阻止，因此最初主要探研

环境保护史。随着研究不断展开和深入，环境史家逐渐改变命意，图谋透过人与自然关系的长期变化更
加全面地认识过去。跨越“两种文化”鸿沟，桥接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环境史家来说既是一个思
想进路，也是一个学术意愿。④ 他们想把自然与人类两大系统的众多因素、现象和问题，以及探究这些

①

②

③

④

清末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陈黻宸就指出: “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
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读史而兼及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
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史家之分法也; 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也。是固不可与不解科学者道矣。盖
史一科学也，而史学者又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参见陈黻宸: 《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陈德溥编: 《陈黻宸集》下册，中华书
局 1995年版，第 676 －677页。李泰棻亦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参见李泰棻: 《中国史纲》，武学书馆 1922年版，第 8 －19页。
马克思指出: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

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 这将是一门科学。”参见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
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8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过去的历史观“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
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44 页。
西方思想界包括环境史学家对“两种文化”割裂的弊病讨论已久。英国物理学家兼作家斯诺的批评经常被学人提及，国内

学界亦时有评述。参见 C. P. Snow，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
Donald Worster，The Wealth of Natu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Donald Worster，“The Two Cultures: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nvironmental Sciences，”Environment and History，No. 2，1996，
pp. 3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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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现象和事实的众多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统一的叙事框架和解说体系，
其综合性和整体性意图是毋庸置疑的。经验丰富的《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的主编们说道:

环境史包含分析人类与自然世界相互作用的各种方法。通过将物理和生物过程视为历史的组成部分，
自然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哺乳动物、鸟类、植物、细菌和病毒构成了在历史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生物因素。非生物成分和过程———例如，气候变化、土壤成分、水力和大气化合物在环境史家眼中也很
重要。在人类领域，经济制度、人口规模、消费模式、政治制度、对种族和性别的态度以及对自然的看
法，都影响着我们与自然系统的互动。①

但环境史家并不能统御整个历史认知，至少迄今尚未具备这种能力。事实上，当他们一脚跨出
传统史学的门槛，就立即掉进无边的泥淖，遇到无数的歧路。英国学者詹·奥斯托克( K. Jan Oost-
hoek) 感慨地说: 环境史“几乎囊括所有过往并且如今还在影响着我们的一切”“存在着太多可能探询
的路线”，而环境史的整体性更令人不胜负荷。他说:

环境史可以成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点，它把科学推理与哲学批判联结起来，把物理世界与

思想世界联结起来。环境史可能接近法国年鉴学派所谓的“整体史”，他们认为“历史就是一切，一切都
是历史”。然而通过尝试这样做，许多历史学家体验到一种不安甚至恐惧的感觉，被过去的声音、力量、
事件和关系的嗡嗡作响的混乱所吞没，同时也被动态变化的自然环境所吞没，几乎无法看到任何一致的

理解。环境史的整体性可能会给我们留下一个看似难以驾驭的负担，那就是试图写出一部“万物的历
史”，但这也是一种挑战和希望。我们没有创造自然或过去，两者都是简单存在的，是我们世界的一个组
成部分，历史学家、科学家、哲学家和其他人的任务是团结在一起来理解这一切。②

不论是研究个体还是团队，环境史家都不可能完全讲清“万物的历史”，更不可能探明以往人类
与自然交往的一切，只能对他们所接触到的部分寻求片断认识。而在那些部分所发生的问题，既可
能是物理、化学、生物、气候问题，也可能是经济、哲学、政治、民俗问题，或者兼而有之。如此
一来，环境史的“整体”只是无数零散问题的胡乱堆积。
环境史家批评以往史学忽视自然，造成历史认识残缺，期待( 或被期许) 撰写一部“整体史”，

志向可谓高远，现实却很尴尬。按照设想: 环境史学的工作区间在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互相作用的
界面，但古往今来，界面随着人类前行和自然退却不断向四裔、六合、八荒推展，究竟多远多大，
并无定制; 它期待采用一副新的历史视镜，建立一个新的思想平台，提供一套新的历史叙事和解释

体系，但视阈多宽? 境界多高? 凭借怎样的“工具箱”? 统统都没有说清。国内同仁不愿看到环境史
被黜降为一种专门史，但至今它还未能被列入国家学科名录。
当下的实际境况是: 无论我们的理想多么高远，一旦从抽象意愿进入具体实践，立即就发现自

己没入了无边无际的林莽或泥淖之中。这既因环境生态问题具有空前广域性甚至全域性，亦因每位
学者的时间、精力终究都很有限，还因长期“分科治学”和专业教育严重限制了我们的能力和知见。
即便是一位健康长寿的通才，又岂能具备全科知识、通天彻地、无所不能呢。每位研究者终究只能
从具体问题做起，努力在自己所擅长的方面有所贡献; 任你何等博学通识，面对环境史的辽阔天

地，都将如同“出于崖涘，观于大海”，望洋兴叹，自惭形秽，在许多问题上，我们都好比“井蛙”
“夏虫”。③ 眼界局限如此，何敢侈言“整体史”? 然而倘若放弃“整体史”追求，沉没于动物、植物、
河流、土地、气候……史实( 人与自然关系史上一个个具体的故事) ，众多领域学者早就分别开展了
大量研究，“环境史”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

①

②

③

Shepard Krech III，J. R. McNeill，Carolyn Merchant，eds.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London: Routledge，
2004，Introduction．

Oosthoek，K. J. W. ( 1999，2009 ) ，Environmental History-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phy，www. eh-resources. org /environmental_
history. html.

《庄子外篇·秋水》云: “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 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参见( 清) 郭庆藩撰，王孝
鱼点校: 《庄子集释》，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5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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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盲目摸象”的认识论隐喻

突然想起国人早已耳熟能详的一则寓言———盲人摸象。
这是一个奇物的故事，通篇明喻的句子，整体上却是一个关于局部性认识与整体性认识关系的

绝妙隐喻，或可借以思考令人烦恼的环境史学整体性问题。《大般涅槃经》云:
……譬如有王，告一大臣: “汝牵一象，以示盲者。”尔时大臣受王敕已，多集众盲，以象示之。时彼众盲

各以手触，大臣即还而白王言: “臣已示竟。”尔时大王即唤众盲各各问言: “汝见象耶?”众盲各言: “我已得
见。”王言: “象为何类?”其触牙者即言: “象形如莱茯根”; 其触耳者言: “象如箕”; 其触头者言: “象如石”;

其触鼻者言: “象如杵”; 其触脚者言: “象如木臼”; 其触脊者言: “象如床”; 其触腹者言: “象如瓮”; 其触
尾者言: “象如绳”。善男子，如彼众盲，不说象体，亦非不说。若是众相悉非象者，离是之外更无别象。善男
子，王喻如来应正遍知，臣喻方等大涅槃经，象喻佛性，盲喻一切无明众生。①

故事寓意是说: 无明众生认知能力有限，只能感知事物的片断而不能明了其整体实相。由这个寓言
产生的成语———盲人摸象，常被国人用于批评认识事物以偏概全，但是遗漏了寓言所蕴含的另一个
同样重要的观念: 众盲人都未能了解和说明大象整体，却分别触摸到了它的局部而并非一无所知，

各人对局部的感知和说明都是真实的。若非如此，也就没有整体的大象了。换句话说: 整体实相固
难认知，局部事实却可以把握; 离开了局部，整体亦不复存在。
迄今为止人类的所有认知都存在一定局限性，因任何认知对象都自具其复杂性———小到一人一

物，大到地球宇宙，谁敢夸口自己明了一切呢? 面对“什么是环境史”的质询，我们就如同盲人被询
问“什么是大象”? 熟悉本领域学术史的同仁都知道: 大象曾是中国环境史研究中的明星动物，从徐
中舒、文焕然、何业恒到伊懋可，多位著名学者做过研究。仔细思量起来，考察这类具有历史生态
标志意义的陆地最大野生动物，环境史家遇到比寓言中盲人们更大的尬境: 其一，盲人触摸的大象

是其当下的实在，而环境史研究的大象却是早已远遁、不能复归的过去存在; 其二，盲人只需说明
大象本身，而环境史家还需说明它们的历史生境包括山林、湿地、气候、天敌……及其时空变化;
其三，环境史家更重要的工作是解说人类与大象之间在成千上万年中曾经发生的许多记载模糊、纠
缠不清的故事及其前因后果: 从获象、服象、象耕、象战、象舞、象鼻炙、大象复仇，到如今屡禁
不绝的非法猎象和国际象牙贩卖……一物之历史尚且如此复杂，万物的历史又当如何? 谁敢说奥斯
托克所表达的不安、恐惧、混乱和被吞没感只是故作危言呢?
如之奈何? 我们认为: 若想摆脱上述困局，首先必须从基本概念出发，准确地说明“什么是什

么”，其次要辩证地看待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然后才能找到问题症结，厘清思想进路。
仍以颇受环境史家重视的大象为例。对这类曾在广大区域徜徉觅食的野生动物，不同历史时代和文

化背景中的人们有着甚不相同的认知。如今，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它具有特殊的物理结构，包含众
多的化学成分，拥有独特的遗传基因、细胞、器官、组织，还有不同于任何其他物种的呼吸、摄食、消
化、分泌、排泄、排遗、生殖……本能，内在的自然物性(天性) ，决定它只能在特定生境(包括气候、水
土、植被……诸多条件)中栖息，虽然这个庞然大物少有天敌，但仍有可能因感染某种病毒或细菌而死
亡; 当其与自诩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发生纠葛从而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时，更是具有万花筒般难
以历数的面相。如今有人在觊觎它的牙齿并关心其市场价格，有人在追寻它不断撤退的历史过程和原因，
有人在考察其对特定社会交通运输的影响，还有人阐释它在佛教造像中的地位，以及其他文化象征意义

……总而言之，认识不断推展，不断深入。然而不同研究群体之间没有共同关怀，也没有共同话语。谁
能告诉我们: 何者才是大象(从历史到现在)的真如实相?

① ( 北凉) 天竺三藏昙无谶译: 《大般涅槃经》卷三○《师子吼菩萨品第二十三之六》，精缩新版《乾隆大藏经》第三十册，第
550 － 5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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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家为此类问题感到焦虑不安，或许只是庸人自扰，因为认识总是由局部向整体渐进的。
正如每位盲人毕竟获得了关于大象的部分认知———不管它“如莱茯根”“如箕”“如石”“如杵”，还是
“如木臼”“如床”“如瓮”“如绳”，终归反映了部分真实; 环境史家从各自擅长的问题入手，只要坚
持不懈，终将通过真切地认知众多局部而逐渐了解更大的面相。只是对于自期和被特别赋予“整体
史”责任的环境史家而言，如何有效推进思想知识整合，显得更加迫切。
盲人们的偏差在于他们仅仅触摸到很小的局部便做出结论。近代以来的分析科学对于深化认识

功不可没，缺陷在于治学分科过甚导致思想知识碎化，缺少必要的联结和整合。我们不能放弃对局
部的深入探索而回归于前近代的整体模糊，而应当以分析科学成果作为基础，加强各个局部的彼此

关照，寻求更高层次的整合，特别是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的思想知识会通。
关照、整合和会通并非简单归拢，而是必须在找到问题症结、确定核心关注和建立合理逻辑框

架的前提之下进行，有时需要回到一切问题和现象发生的原初。仍从大象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
基于何种目标开展研究，都必须肯定它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生命形式，其腹、背、鼻、耳、口、眼、
牙、足、尾特征，构成了其整个躯体的样貌，是各个部分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这是它的基本属
性。离开了这些基本属性前提，不管从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还是从历史、文化、经济、社
会角度进行研究，都将无法理解由大象所衍生的各种事象。

三、从基本概念出发认识生命网络

当下中国环境史研究最紧要的，并非先验地确定它究竟是“整体史”还是“专门史”，而是厘清
基本概念、找准核心问题并建立一个逻辑自洽的叙事、解说框架，避免杂乱无章地堆积材料和罗列
事实，甚至以环境史名义把其他领域相关成果简单汇集在一起而无任何新发现。
由于跨越自然与社会两界，环境史学的认识空间在理论上应比其他史学分支更具综合整体性，

在实际中必定遭遇远为众多的专业性难题，受困于线索枝蔓、歧路遍生，从而难以辨别主要方向。
因此，必须时时紧扣环境史学主轴———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深度解构
和全面把握环境史的三个主要概念，即人、自然和关系。
承认自然因素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并使“自然进入历史”，无疑是环境史区别于一般历史研究的

最大特点。然而同样重要并且首先需要重新确定的是人类自身的地位。人不仅是社会中的人，他首
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地球生命演化的结果，永远依靠自然界而存活。人的自然存在是人的社会
存在的前提，也是一切历史创造的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 “任何
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
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①让“人类回归自然”，从自然界中发现
人，是环境史学的另一重要转向。环境史家必须首先询问人是什么? 进而追问人之所以为人者何?
赖以生存者何? 然后才能探明人之施加于自然者何? 何以人要对自然界施加那些影响? 人是现知世

界上最复杂的生物，其复杂程度可与整个宇宙相提并论。自然界的复杂性，在思想认识上根植于人
类自身的复杂性，并且在人与自然关系演变过程之中不断显现。
作为人类劳动和认识对象的“自然”，在不同视阈和语境中具有不同内涵和外延，通常所见: 有

人类身体内在的自然( 人的肉体组织和生理特性) ，有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外部条件( 不论好坏) 的

自然( 环境) ，还有人类不曾扰乱甚至尚未发现的自然。在完全人工建造的世界( 例如现代国际大都
市) 中，自然仍以不同方式显示其存在的力量。由于环境史学的命意是“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
进入环境史叙事和思考的那个自然，应指自然界中与人类实践活动( 至少是认识活动) 发生了某种关

联的部分，即通常所说的“环境”。环境史中的环境是人的环境; 环境史中的生态是同人类生存有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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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众多有机和无机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状态，以及在相互作用影响下的人类生存状态。不论从历史还
是现实来看，所有环境问题本质上都是人的问题，没有人就无所谓环境生态问题; 愈来愈多的环境

生态问题是由人类造成的。正如人类是历史的存在，自然、生态、环境等等也都是历史的概念。
根据主题设定，环境史既非自然史亦非人类史，至少不单纯是大自然或者人类社会的历史，而是两

者之间的关系史，因此关系分析是环境史研究的根本要义。在具体研究中，一些学者着重考察物理关系
(如地震、水土流失) ，另一些对化学关系(如化学品污染)更加在行，还有人对其间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关
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更感兴趣。但最根本的关系是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及其众多因素之间的复杂生
态关系，亦即人类社会各个方面与自然整体、局部和万物之间的生命联系。生命联系既不是单向也不是
双向，而是极其复杂、多维立体的生命网络。一切形式、各个层次的关系，都以生命作为关系建构的核
心，以生命作为网络编织的节点。因此，环境史学是一种生命史学，应以生命关怀作为精神内核。伴随
人类生命活动不断展开，人与自然界各种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生命关系网络不断张开，如今几乎覆盖整

个地球生物圈，其形态、结构和功能是极其复杂和富于变化的，不可简单地认识和理解。
我们对环境史的理解是基于生命中心论和生命共同体理念，但并不排斥其他定义和界说，例如

美国环境史学界的“三个层面”说。① 我们同样“试图理解自然如何给人类活动提供可能和设置限
制”，从而更全面深入地认识人类社会何以“如今所是”? 同样重视考察“人们怎样改变其所栖居的
生态系统”、使地球环境逐步变成“如今所见”，探询当今生态问题“何所从来”? 环境史研究的文化
视角也很重要，它有助于了解自然观念、生态意识与环境行为如何历史地相互影响。不同的是，我
们更强调以生命为中心认识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探询古往今来的生生之道，诠释天地之

间人、万物“一气相通”的生命联系及意义。

生态生产力标准

———环境史研究中历史评价尺度的创新及其意义*

梅雪芹

( 清华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4)

所谓历史评价，即是对历史现象的影响、历史事件的结果和历史人物行为的是非所做的分析和
评判。历史评价是历史研究中的一项核心任务，同时它也是历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历史
评价的对象、主旨和意义等，我国史学界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很多认识。如有学者认为，历史评价
“是要在一定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对以往众多的历史人物和丰富的历史事实表示肯定或否定、赞扬
或批评的态度，正确认识人类复杂、丰富、生动的历史进程，并决定如何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为
解决现实问题、治理国家与增长智慧所取资”。② 还有学者认为，历史评价是“人类把握客观历史对

①

②

［美］唐纳德·沃斯特撰，侯文蕙译: 《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世界历史》，2011 年第 4 期。这个划分应受到了文化生
态学的一定影响，为环境史学界广泛认同。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北区域环境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 18ZDA174) 中期成果。
张利: 《关于历史评价的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史研究中心主编: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07 年卷) ，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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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意义与价值的一种观念性活动”。①

其实，无论怎样理解并定义，都必须坦承，历史评价是一种带有主观性、个体性和时代性的历史认
识活动，它涉及如何理解历史事实的作用问题。一般认为，对于历史事实，不同的主体会依据不同的尺
度去评价其意义; 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历史事实的意义，从而形成自己
的历史判断。这样，历史事实的意义总是会不断地被重新评价，这也是古老的历史学永葆青春活力、不
断推陈出新的力量源泉。② 以此观之，作为 21 世纪新史学而致力于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互
动关系变迁的环境史，不仅凸显了其研究者看待和考察自然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旨趣，而

且也昭示着他们意图转换视角进行历史评价的某种倾向。对于这一点，我曾将其概括为“以自然为
镜”，并撰文解释了何谓“以自然为镜”，也分析和总结了何能“以自然为镜”。③

一、从“以自然为镜”到生态生产力标准

所谓“以自然为镜”，就是“以自然的变化来检视人类文化创造的得失利弊，臧否历史上人类生
产、生活方式及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乃至具体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和影响”。这么做的合理性归根
结底是由催生环境史的“生态危机”所决定的。“世人所谓的生态危机，其实指的是人类居住的环境
也即人类的家园不适于人类自身的生存，也危及了支撑人类生存的有机生命和无机世界，而这种情

况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的活动所造成的。环境史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和研究生态危
机或环境问题的来龙去脉，以探寻和理解自然变迁的人类维度。这样，他们以自然为镜，具体研究
和深入分析历史上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如何影响了自然环境并波及自身，不啻是做一种回溯性的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因而具有了或多或少的合理性”。④

现在看来，“以自然为镜”的提法以及对其内涵的厘定，虽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缺乏足够的科学
依据或者说不够科学; 尤其是拙文并未深入、清晰地论述环境史学者在研究中如何以自然为镜的问题，
这需要进一步专门讨论。当然，之前我曾在《环境史探索》丛书“总序”第三部分谈及，环境史对人类活动
及其结果和意义的重新考量，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评价标准的诞生，并将它概括为生态生产力标准，也

注明了这一概括所受到的启发来自何处。其中说道: 生态生产力标准是笔者在品味美国环境史学者亚当
·罗姆的《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以下简称《推土机》) ⑤一书阐述的
“湿地生产力”思想，并参考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于2001年6月宣布启动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Millenni-
um Ecosystem Assessment，缩写为MA)工作及其部分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⑥ 不过，由于当时我对生态
生产力标准的理解和界定还很初浅，因此在文中只是简单地解释了什么是生态生产力，而没有专门阐释

环境史学者如何运用生态生产力标准来评价历史，甚至没有讲清楚何谓生态生产力标准。
经过这些年的反复思考以及对相关文献的进一步研读，我在此明确提出，生态生产力标准，是

环境史研究中历史评价尺度的创新所在。这是从环境史研究对象和基本范畴出发，立足于环境史的
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而论的，并有大量的环境史实证研究成果为证据支撑。
上文提及，环境史致力于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变迁，这是它自 20 世

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史学界开创之初即已体现的; 迄今，环境史已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成果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邓京力: 《历史评价的理论与实践·导论》，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 页。
参见张耕华: 《历史评价能否达成一致》，《人民日报》，2009 年 1 月 20 日。
梅雪芹: 《何能“以自然为镜”? ———环境史研究中的某种历史评价倾向的合理性辨析》，夏明方、侯深主编: 《生态史研

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
梅雪芹: 《何能“以自然为镜”? ———环境史研究中的某种历史评价倾向的合理性辨析》，夏明方、侯深主编: 《生态史研

究》第一辑，第 47 页“摘要”。
［美］亚当·罗姆著，高国荣、孙群郎、耿晓明译: 《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中国环

境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梅雪芹: 《环境史研究叙论·总序》，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 页注释 1。



11
2020 年 3 月
第 2 期 “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研究”笔谈

可谓汗牛充栋，其初衷更加明确。在对大量环境史著述的研读和理解的基础上，我将环境史界定
为: “是一门以特定时空下的人类生态系统为基本范畴，研究系统内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相互作用
关系的变化、发展，强调系统的整体性和内在的有机联系，具有统摄性和跨学界特征的新学科。”①

这一定义特别明确了环境史的基本范畴或单位，即特定时空下的人类生态系统，这又称为社会生态

系统。环境史研究所进行的历史评价工作，不啻是对这一系统状态变化的评估，而这一工作的开
展，是需要运用环境史的理论基础和思维工具，即生态学和生态分析方法。为此，我在重新阅读一
些生态学经典作品的同时，更深入地考量之前已参照过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工作及其贡献，结合
它来思忖在环境史研究中如何科学地开展历史评价，即评估人类生态系统变化的问题。

二、“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启示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是由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其他组织资助、发起的一项为期四年的国际合作项
目，它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针对全球陆地和水生生态系统开展的多尺度、综合性的评估项目。该项
目正式启动于 2001 年 6 月，有来自世界 95 个国家的 1360 位知名学者参与其中。这项工作的开展，
“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生态学的发展和改善生态系统管理工作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它是生态学
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里程碑”。② 毫无疑问，这项工作及其成果是我们从事环境史研究时应当倍加
重视的。这是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这项工作本身实际上也是一种历史评价，它不仅有明确的评估内
容和目标，而且提供了评估尺度和方法，包括概念框架。这样，该工作的实施及其成果从理论到方
法上为我们在环境史研究中如何开展历史评价点明了方向。其中，“生态系统及其服务”概念与内涵
尤其值得关注，这是我进一步思考何谓生态生产力标准的科学依据之所在。
对于“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中是这样界定的: “生态系统是由植物、动物和微

生物群落，以及无机环境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一个动态、复杂的功能单元。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不可分割的
组成部分。生态系统可以为人类提供多种不同的收益，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
供给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产品，比如食物、燃料、纤维、洁净水和生物遗传资源等。调
节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过程的调节作用当中获得的收益，例如维护空气质量、调节气候、控制侵蚀、
调控人类疾病和净化水源等。文化服务是指通过丰富精神生活、发展认知、大脑思考、消遣娱乐和美学
欣赏等方式，而使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非物质收益。支持服务是指生产其他所有的生态系统服务所不
可或缺的服务，例如初级生产、制造氧气和形成土壤等。”③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中还使用了10类系统，
来汇集其全球尺度的评估结果，它们包括海洋、海滨、内陆水域、森林、旱区、岛屿、山地、极地、垦
殖和城镇等，每类系统内都包含或细分出了许多生态系统。
由此可见，所谓“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各种“收益”。这些收益被描述

为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持等服务，其中每一项服务的具体内容都得到了阐释。当前，人类面临的
严峻形势是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能力日益严重衰退，这就是生态系统的退化问题，是由于直接和间

接的多种驱动力作用的结果，包括经济增长、人口变化以及因个人选择而引起的对生态系统服务的
过度需求等。生态系统退化不仅对人类而且对其他物种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人类制订的生态
系统管理目标和为此而采取的行动，不仅要考虑生态系统变化对人类产生的影响，还要考虑人类赋

予其他物种与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的重要性。④ 这样，依据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对生态系统服务
的定义及其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将生态生产力标准界定为: 以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受损还是增益，来

①

②

③

④

梅雪芹: 《环境史———看待历史的全新视角》，《光明日报》，2016 年 8 月 27 日，第 11 版。
参见张永民译，赵士洞审校: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译者序》，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参见张永民译，赵士洞审校: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第 10 页。
参见张永民译，赵士洞审校: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第 3 －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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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及其影响的做法。
鉴于“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目标是在不破坏生态系统的长期生产力的条件下，为采取必需的行

动以提高生态系统对人类福祉的贡献奠定科学基础”，它“把人类福祉作为评估的焦点，同时认为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还具有内在价值，并且人们是根据对福祉和内在价值的考虑来制定关于生态系

统的决策的”，① 受此启发，环境史研究在运用生态生产力标准对特定时空下的人类生态系统变化
的驱动力和影响加以评估时，除了需要顾及人类的需求外，还需要顾及其他众多生命存在的需求。
那些“四条腿的，长翅膀的，六条腿的，生根的，开花的，等等”，② 拥有和人类一样多的生存于某
个地方的权利。这既符合科学的认知，也体现了环境史学的生命关怀。

三、环境史学者对生态生产力标准的运用

明确了上述标准之后，再回到环境史著述之中仔细品味，不禁发现，环境史学者在研究中早已

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生态生产力标准来评价历史，这在浩如烟海的环境史实证研究成果中可以真

切地体会到。对此，我曾以《推土机》为例做过分析。鉴于《推土机》一书的具体内容及其转换视角
重新评价历史的情形，我在《环境史探索》丛书“总序”中做过比较细致的分析和说明。在此，拟聚
焦于该书论及的湿地及其生产力问题进一步探究。
从《推土机》的相关考察和论述来看，历史上美国人对湿地及其作用的认知有一个逐步深入与变

化的过程，书中梳理了相关史实，这使我们了解到，一直以来在美国人心目中沼泽就是废地———这
是湿地的最古老的形象; 户外活动爱好者中很少有人认为洼地、沼泽和池塘拥有惊人的绚丽景色。
甚至在 1932 年，一位杰出的资源保护者仍然贬斥佛罗里达的埃弗格莱兹大沼泽( Everglades) ，认为
它是一个“没有什么使人感到特别着迷，而且绝对谈不上风景如画和景色秀丽”③的地方。
直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新的审美观念的兴起、生态学家有关思想的影响，美国社会才

普遍忧虑人类的各种活动对湿地的破坏，并充分认识到湿地的价值。1957 年，生态学家保罗·埃林
顿( Paul Errington) 在一部题为《人与沼泽》的书中认为，沼泽的价值不仅仅是作为野鸭和麝鼠的栖息
地，美国人应该认识到沼泽本身是多么有趣，多么美丽; 1965 年，美国资源保护主义者威廉·道格
拉斯( William Douglas) 在阐述湿地问题时，特别讲述了从马萨诸塞到加利福尼亚人们奋力挽救池塘、
洼地和沼泽的故事。④ 美国的湿地捍卫者们反复描述过湿地生态系统的异常丰饶性，不仅懂得“保
护我国湿地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丰饶的生物生产力”，⑤ 而且专门探讨过湿地生产力问题。
正是因为像这类美国人在内的很多人的不懈努力，自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日益重视并

不断加强对全球湿地及其资源的保护。其中相关的重要史实是，1971年 2月 2日来自 18个国家的代表在
伊朗的拉姆萨尔签署了《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简称《湿地公约》，又称《拉姆
萨尔公约》)。到 1996年 10月，公约第 19届常委会决定，将每年 2月 2日定为“世界湿地日”，以正式纪
念公约的诞辰。该公约已成为国际上重要的自然保护公约，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湿地与森林、海洋并
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有“地球之肾”“淡水之源”和“天然物种库”之称，是迁徙水鸟的优良停歇地，也
是淡水安全的生态保障地。因为湿地如此重要，所以保护湿地十分重要。
其实，像《推土机》一书一样，以生态系统的安危来看待历史上人类活动及其文明成就的得失利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张永民译，赵士洞审校: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第 26 页。
［美］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著，杨通进译: 《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绪论》，青岛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页。
［美］亚当·罗姆著，高国荣、孙群郎、耿晓明译: 《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第 130页。
参见［美］亚当·罗姆著，高国荣、孙群郎、耿晓明译: 《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第

131 页。
参见［美］亚当·罗姆著，高国荣、孙群郎、耿晓明译: 《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第

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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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由此体现生态生产力标准的运用，是当代许多优秀环境史作品的共同特点。在此我们可以再举
一例，用以分析环境史学者如何运用生态生产力标准开展历史评价。这个例子是环境史开创者之
一、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 J. 唐纳德·休斯( 1932—2019) 在一篇文章中讨论的问题和问题讨论的视
角，这篇文章就是《新奥尔良的发展: 一部环境灾难史》。该文讨论的是 2005 年卡特里娜和丽塔两
大飓风侵袭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缘由，这是美国历史上造成损失最大的灾难之一。在休
斯看来，这一事件貌似自然灾害，其实它孕育于新奥尔良的长期发展中。一部新奥尔良发展史，既
是人类利用土地、河流、森林、海洋等自然实体并与自然环境搏斗以建立城市、发展航运和工商业
的历史，也是这些自然实体及其哺育的众多生命不断遭受侵蚀以至戕害的历史。这既是一部人类文
明史，也是一部环境灾难史。① 我们从中看到的是: 人类借助水利工程控制自然而建立起来的文
明，由于损害了生态系统的健康，削弱了其自然防护能力，结果反而加剧了人类无法避免的自然灾

害。因此，飓风造成的损失不只是取决于风暴之力，也取决于人类对土地的所作所为。而保持新奥
尔良生机的努力，并不需要一味地与自然相搏，与自然合作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可以说，像休斯
那样，从生态系统安危的视角来审视当代一些貌似自然灾害的事件，已成为一种趋势。
我们认为，由于生态生产力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有机联系性，以此作为历史评价的标准来衡

量人类的各种活动，能够使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相统一，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并兼顾近邻

和远域的需要。当然，这样的历史评价标准，并不是取代而是综合并丰富了以往的历史评价标准，
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和评判历史，这正是其历史意义所在。
不仅如此，以生态生产力标准来评估历史上人类活动的得失利弊，其价值更在于指导和评判当

下人类的各种活动，思索如何行动才利于人类整体和后代的久远利益。从当下来看，国际社会普遍
倡导的可持续发展与国内社会积极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日益深入人心。然而对其如何检验和评判，
各种标准和评价尺度不一而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就需要找到一个更合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
设主旨的根本性原则标准，这就是生态生产力标准。
基于上文所述历史评价和现实考量，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生态生产力标准既是评价历史事实之

意义的新尺度，也是考量现实活动之影响的新准则，它十分符合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

旨，同时也是检验和评判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尺。

区域与整体: 环境史研究的碎片化与完整性刍议*

周 琼

( 云南大学 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091)

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已从 2008 年学科初建时对有关学科名称“环境史”“生态史”“生态环境史”等
的名实之辩、学科归属及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研讨，② 经过了接受、内化国外环境史的理论方法，到
探讨并初建本土环境史理论及方法，研究区域环境史及具体问题，再到反思及总结目前研究瓶颈突

①

②

［美］J. 唐纳德·休斯著，王玉山、梅雪芹译: 《新奥尔良的发展———一部环境灾难史》，《学术研究》，2012 年第 6 期。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北区域环境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 18ZDA174) 中期成果。
周琼: 《中国环境史学科名称及起源再探讨———兼论全球环境整体观视野中的边疆环境史研究》，《思想战线》，201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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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及转型的学理思考，① 中国环境史学逐渐进入新阶段。
在中国环境史研究转型及学科雏形构建之际，对学术视域及其方法论进行梳理及探讨，极为必

要。其中，对环境史进行精细的碎片式区域研究，与系统宏观的整体史研究的平衡及互动关系，亟
待讨论及明晰，这是环境史学的建构、学科体系及话语权等层域的良性、平衡发展的诉求。史学界
对“碎片化”“整体史”及其理论已有探讨，以 2012 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刊发的
13 位史学大家的宏文最为系统、最具代表性。② 但环境史研究碎片化及完整性问题的讨论及思考尚
未展开，这是环境史研究热热闹闹登场，却多在重弹“环境破坏论”老调，缺乏主线及宏观会通的理
论架构的主因之一。借鉴其他学科的“碎片化”及整体史理论，对环境史研究及学科构建中如何处理
碎片化与完整性，即区域性与整体性关系问题进行初步梳理，以期裨益于环境史学的发展及深化。

一、环境史学讨论碎片与整体的必要性

环境史研究的碎片化及整体性，是方法论层面的问题。传统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不是新问题，新
兴的环境史学应老题新作，确立研究的层域及问题走向，明晰学科维度及逻辑关系。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研究引入“碎片化”一词后，“碎片”因其寓意与不同领域中具体、
微观的学术问题契合，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美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
和传播学等多个不同学科领域被广泛应用，成为与“完整性”相对而言的专有名词，特指学术研究领
域及问题的多元裂化及其细小的领域和问题，内涵与“区域”“具体”接近。当该词衍伸到学科构建
并与“完整性”联袂出现后，二者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讨论此起彼伏。争议的核心，集中在是先完
成一个个具体、区域问题的碎片研究，再整合、提升为整体领域( 学科) ，还是先完成整体、宏观的
理论体系及学科构想，在系统框架下再进行具体化、碎片化研究以丰富学科内涵等问题上。
史学研究层域的整体性，指全面、系统地阐释历史整体框架下的所有内容，多侧面、多角度、

多层次地展现历史面相，用综合、全局的视域对影响和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问题、脉络问题或
主流问题等进行宏观研究，概括和总结历史本质和规律，重视对历史逻辑、历史法则或历史哲学的
思考。③ 环境史是生物及非生物要素相互作用的系统、有机整体，只有综合、全面地考察及研究整
体环境的历史及其变迁规律，才能准确及客观地认识环境历史的全貌，纠正、补充自然环境缺失状
态下不客观、不准确的社会历史。
在环境史学科建设及发展中，进行区域性的“碎片化”和宏观性的“整体史”研究，并统筹、协

调二者关系的思考时，“二者不可偏废”“相互结合齐头并进”等，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路径，在
实践层面却不易兼顾及做到。
中国环境史现有研究成果中，具体的、区域性研究较丰富，宏观性、学科构建性的整体史成果相对

较少。区域研究多是据学者兴趣及特长开展，零碎性强，彼此间缺乏有机关联，难以形成整体特点; 宏
观研究缺乏对抽象性、概括性、综合性、比较性、系统性、结构性等学科建设问题的研讨，迄今中国学
者撰写的“中国环境史”尚未问世，中国环境史学科构建长期处于蓄势待发，但却出发不力的状态中。
当务之急，应对中国环境整体史框架及其理路进行宏观思考及探讨，即运用整体史的宏观视

域，对环境史作为史学分支学科必须具备的基础性问题，如环境史分期、学科体系、学术话语、史
料学、目录学、校勘学、辑轶学、理论方法等进行系统研讨，对转换研究思路、弥补研究缺陷至关
重要。地球环境原本就是个有机联系、持续发展的整体，只有从整体的视角看待地球环境及其演

①

②

③

周琼: 《承继与开拓: 环境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19 年第 4 期。
参见《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 上) 和第 5 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

笔谈”( 下) 。
李长莉: 《“碎片化”: 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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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只有用大跨度、长时段等大时空的视域，才能抓住环境史的主旨和主线，全面、深入地认识环
境变迁的脉络和本质。若没有整体的思考路径，就不可能深化对环境史主流和本质的认识。
在整体性视域下，“碎片”研究也不可缺失。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环境片段，相对于整体环境史来

说，带有“阶段性”“区域性”特征，但碎片是构成整体必不可少的内涵和要素，尤其一些反映环境
变迁及转折的关键细节，更不能缺少。然而碎片并非是随意选择、剪裁或拼接的环境片段或史料，
应该全面占有、分析碎片环境史料，把握区域环境史发展的进程的特点及规律，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个案，才能支撑环境史学科体系的构建。
完整性与整体性的内涵同中有异，完整性与碎片、具体相对，指环境的内容、系统、关系、组

织等，整体性与分散、微观、要素等相对，指环境的区域、领域、体系、学科而言; “整体性”是学
科层域的概念，“完整性”是研究领域的概念。比如只有研究出了陆地及水域环境变迁史的一个个碎
片领域，整体性及完整性层域的地球环境史内涵才能得到体现。

二、环境史研究的区域与整体缺一不可

环境史研究的区域性与宏观整体性之间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在学科构建中缺一不可。
首先，区域环境史与整体环境史相互补充，不可偏废。整体环境史是学科构建及发展的目标，

区域是整体的组成部分，没有具体的区域环境史的内容，就不可能建构宏观的整体环境史。而缺乏
整体环境史理念及意识的区域环境对象，是孤立、狭隘的环境碎片，不可能进入整体环境史的框
架，再多的区域环境碎片，也无法组成完整的中国、世界环境史。缺乏长时段宏观视角及短时期微
观视角的环境史，无论其立意如何高远，研究方法及路径如何“科学”，其结论也是片面的、不科学
的，不可能支撑中国、世界整体环境史学的体系。
无论是零星区域的碎片，还是区域中单个环境变迁的碎片，都是环境整体史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如

无论中国还是世界环境史的整体，都包括陆地及水域环境史两个大的碎片。陆地环境史又包括山地、荒
漠、草原、森林、灌丛、草甸等环境史碎片，水域环境史也有淡水与咸水环境史碎片。每个碎片中还有
更小的碎片，如淡水环境史有河流、湖泊、沼泽、湿地等碎片，咸水环境史有海洋、盐碱沼泽及其湿地
等碎片。其下又有更小的碎片，如森林环境史有不同气候带植被类型环境史，气候带植被下又有不同植
物群落及单种植物等的环境史; 海洋环境史包括五大洋的环境史，各大洋环境史又分海洋生物、海洋污
染等环境史，海洋生物环境史包括海洋动植物、微生物及病毒等的环境史，海洋动物环境史包括无脊椎
动物和脊椎动物环境史，无脊椎动物环境史又包括各种螺类和贝类环境史，脊椎动物环境史包括各种鱼

类的环境史，再往下还有更小的碎片……。不同层级及类型、个体及群体的环境史碎片，组成一个个相
对大的碎片，这些有机联系的大碎片，组成及支撑起完整的中国、世界环境的整体史。
其次，环境史碎片化研究依然有待加强。历史是由无数个层级的“碎片”组合而成的，环境变迁

的历史也是如此。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碎片，主要指地理区域、历史时段及环境具体问题的碎化。现
有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但“碎”的范围及程度，无论区域或时段、抑或具体问题的碎片量都远远不
够。大部分区域环境史成果集中在江河流域区，如黄河、海河、淮河、长江及其生态史; 地理区划
以江南、中原( 华北) 及内蒙古等区域环境史研究成果居多，西北、西南、东南等区域及海洋环境史
研究相对较少，新疆、西藏、东三省等区域的环境史研究几乎还是空白。
若以政区或自然区划的区域性碎片，无论是郡(州) 县、道路、行省时期的区域，或气候带划分的区

域，或生物群落、生态系统区域的碎片环境史研究，多属空白。从具体的研究对象看，除历史自然地理
学、生态学或植物学等领域，对部分单一动植物分布区域史的研究涉及或包含了该物种的环境史内容，
以及某类微生物寄生虫的传染性疾病环境史研究，或农史学界的农作物品种及其环境史研究外，绝大部

分生物、非生物物种及其群落的环境史研究尚未进行，某类物种种群及其纲目下的类、系、科、种、群
等的环境史研究也几乎未展开，虽然有部分研究案例，但相对于整体环境史所需要的内容而言，既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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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不充分，又遑论完整性? 而不同层级、类型的环境史“碎片”中，都蕴涵着环境史整体内涵所需要的
信息，因此，“碎片化”研究是中国及世界环境整体历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简言之，目前环境史碎片研究的量及其地域分布、具体内容畸轻畸重，无法支撑整体环境史所需的

内涵，局部到整体的转换、整合难度太大，这是整体环境史成果较少的主因之一。只有足够量的、不同
区域及类型的环境史碎片，尤其个案变迁的具体过程及场景，才能建立起从碎片到整体的完整环境史，

整体环境史的全貌、全过程才有可能展现，才能更好地研究中国及全球环境变迁的内在逻辑，展现不同
区域、时代、环境区系的内在联系及相互制约依赖的关系，以及不同生态群落、物种的特殊性及演变的
规律性。只有由每个微观的、不同类型碎片组成的整体环境史，才是更全面、客观、完整的环境史。
再次，整体环境史研究的理念及相关理论亟待补充及深入。“整体”环境史的概念，针对的不只

是一个时代，也不只是一个政区或地更坏区划，而是历史以来的中国或其他国家、地区的小整体，
是人类及其他物种居住生存的整个地球的大整体，亦即环境史研究的全球史视野及内容。只有对整
体环境史学的框架进行系统研究，按环境史内涵及特点建构起学科的知识、理论及思想体系，才能
进行有深度、有针对性的具体环境问题及其变迁史的研究。
若有一个良好的学科整体体系及框架，无论是国别、经纬度、气候带、水陆区系等地理空间区

划的环境史，还是长、中、短时段，或人类历史与地质断代等时间维度的环境史; 无论是具体物种
的环境史，还是某生态区系的环境史，都可放到全中国乃至全球环境史的整体框架及视域中，进行

不同层域的研究。只有具备了宏观、立体、全面的整体环境史思维及逻辑框架，碎片化研究才能更
深入、系统，具体环境变迁史的研究才能进行更细致、准确的考量及定位。
环境整体史视域下的“碎片化”理念也需要研究，并注意区分和把握具体环境问题、环境演变史

上的“细节”。环境整体史需要环境变迁的细节来补充及丰富，区域及时段、具体问题的碎片式研究
也需要更丰富的细节来深化及完善。环境变迁“细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叙事与现场复原的特点，对
区域的碎片或整体的完整性起到关键甚至影响全局的决定性作用，是环境史研究及学科体系建构中

不能忽视的内容，却往往被传统史料书写者忽略。因此，必须选择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环境“碎
片”“细节”去研究，关注、还原环境史碎片的细节，但不能过于强调碎片忽视整体。“碎片”也需要
进行史实、过程和结果、价值等理念的判断，对其中具体、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讨，发现其
间蕴含的环境整体史信息，才能不偏离整体史的要求，丰富整体史的理论。
第四，注意环境史碎片的相对性及整体的有限性特点。在环境整体史的视角下，碎片化的概念

是相对的，不能过分强调碎片的理念而过分细化、碎化环境史的区域及时间，并非整体中的所有碎
片都要一一研究。只有具备了不同时段、区域及问题的代表性环境史案例，才能成为整体史书写及
构建的基础内容。如果只专注、重视具体问题，忽视了整体的宏观思考及必要条件，就会使碎片的
内容成为不能互相联系的真正意义上的零碎，碎片就失去了构成整体内容的价值及意义。故碎片的
内涵，无论是时间或空间，都是相对的。
整体环境的概念及内涵，也是有限的。整体环境史并非是无穷大的，目前能做的研究，只能是

人类居住的地球环境史。而地球作为完整的整体性环境系统，虽有其独特的丰富性及演变的规律
性，却只是太阳系里的一个行星，太阳系也只是银河系的星系之一，银河系仅是宇宙中更小的星

系。故中国、地球环境史的整体性是有限的，全球环境只是地球村的整体环境，不是太阳系或宇宙
的整体环境。当然，即便只是面对地球村的环境，也有很多环境的侧面及维度，是人类无法企及和
感知的，更是没有可能去研究的，整体环境史的概念当然也就是相对的、有限的。
第五，应对“大碎片—小整体”中的碎片化进行合理考量和界定。“碎片”及“整体”是相对的概念，从

区域史视角、从环境史的整体结构及内容看，二者也是相对的。相对于大整体的碎片，在面临一些更具
体、细致的环境史问题时又成为小的整体，此即“大碎片”与“小整体”的存在。区域性的环境史既是一个
小整体，也是一个“大碎片”，很多更小的碎片是构成小整体的必要内核。区域性的物种、生态群落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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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系变迁，尤其是区域性环境变迁历程及其规律各具特色，凸显着不同区域“小整体”的环境史不可复制
的发展演进特点，小整体内千姿百态的各类环境要素及其变迁就成为支撑性的“碎片”而独具价值，对于
更大区域的整体而言，这个小整体就成为“大碎片”，即“大碎片”与“小整体”可以互相转化。
在不同时空范围内，随着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及公众思想意识、制度机制、科技等

的发展，碎片及整体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甚至导致环境演变及存在的基础发生颠覆性变化。原来
极具宏观性的整体内容，在下个时段、其他区域就会成为碎片; 原来不起眼的碎片，在下个时段或
其他区域，又有可能成为起决定作用的整体。在一定的时空范畴内，小碎片能影响、改变整体环境
的发展方向，整体环境也能制约、决定碎片环境的内容及存在方式。
第六，精准、合理地选择环境变迁的“碎片”，才能会通为一部部不同类型、客观唯物的环境整

体史。“碎片”虽是整体史框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但并非所有的环境“碎片”都值得研究。环境是
一切历史发生及演进的基础，其内涵最为丰富、庞杂，过往的环境变迁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更
是浩瀚纷繁、包罗万象，变迁情况也因时空不同而千差万别。大多数具体环境及生态“碎片”的演进
状况，几乎是在人类没有参与甚至没有关注的情况下发生的，如很多物种及其生态系统、生存环境
的产生、发展、灭绝是在人类视域外发生的，没有留下任何可以研究的记录、遗迹及线索，此类
“环境碎片”的研究根本不可能进行，在整体环境史中也不可能有其位置。其他有记载、遗迹可寻的
环境史碎片，也需要进行恰当、合理的选择，不是每个进入了记载的碎片都值得去研究，也不是每
个环境变迁史的碎片及细节都能进入整体环境史的选择及书写范畴。
对整体环境史而言，典型性、代表性、均衡性是选择及衡量碎片的基础原则。这就要求环境史

研究者、史料记录及书写者，要有一双能辨析、判定“碎片”及“整体”的慧眼。在选择具体及微观
的碎片进行研究时，应选择那些被赋予了特殊意义的环境史片段，研究那些对环境史有较大影响的

环境变迁个案，选择在生态学领域具有较大生态价值的碎片，选择那些与现实联系较紧密，如对现

实环境保护和治理、生态修复有极大资鉴价值的环境要素，选择不同时期、地区或民族的环境思
想、制度、伦理及生态文化的内容，选择那些对生态尤其人类生存发展有巨大影响的环境节点，选
择史料丰富的水环境、土地环境、生物环境、气候环境及其下属更小的生态系统，以及那些由生物
及其生存繁衍需要的不同类型的自然因素和条件，才能组成互相关联、彼此支撑的环境整体史。

三、环境史研究碎片化与完整性的内在逻辑关照

区域—碎片、宏观—整体的关系，是环境史研究及学科建设中不能回避的问题。环境史碎片应
包含什么内容，如是动植物、微生物或气候、岩石、土壤、大气、水体及其环境发展变迁与相互关
系史，还是人与环境相互影响( 制约及促进) 史，或是区域生态系统长时段环境发展演替史，抑或是

区域族群及其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群落、湖泊、江河、土地、多样性生物及环境思想文化的相互影
响及变迁史……。环境整体史及大碎片—小整体的框架如何构建、应包含什么内容等，都是整体与
局部、完整与碎片应思考及解决的，是处于起步及发展中的环境史学科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当前
全球生态共同体及当代环境整体史需要关注的领域。
以整体史思维关注及选择相应的环境史碎片，要注意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的关系，二者切入环境问

题的角度和研究范围虽有差异，但却是协调统一的。碎片研究是整体构建的基础，有质、量的碎片可为
整体史提供支撑，与宏观研究互补，成为关照整体史的视角和途径。个案须有微中见著的特点，符合环
境整体史的目标需求，有关照宏观的问题意识或学术自觉，才能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困境。①

还要注意协调学科整体发展与碎片研究共同推进，即环境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关系问题。环
境史宏观研究的整体史构建，要避免“大而空”的弊端，就要处理好整体环境与碎片环境研究的平衡

① 李长莉: 《“碎片化”: 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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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环境史学的整体史发展，需要深入系统的专题、碎片研究来推动。只有透彻研究了各领域、
各层域的环境变迁史及其特点与规律，确定重大环境变迁节点及原因、结果，厘清整体环境变迁史
的全貌和历史趋向，才能为整体史提供基础性依据，从总体上把握环境史发展的脉络及学科建设的

目标、宗旨，达到环境史家对地球及其环境、对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目的。同理，整体史又为环境
各层域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从新的高度把握碎片对整体史发展的影响和推动。
在众多有价值的环境史碎片面前，“宏大叙事”“长时段视角”“现实关照情怀”的会通史观及整

体环境史思维，显得极为重要。如何把不同时空下的环境碎片及其生态史侧面和代表性案例，按环
境变迁的规律及内在逻辑，在宏观层面按不同层域的环境史构架，合理整合并书写出反映中国、世
界环境整体变迁脉络的历史，就是当下环境史学的任务。
环境史学的整体性要具有全面、宏观的思考视域及方法，碎片化则要有具体、形象及深刻的洞

察力，以客观、理性的原则，平衡并协调好学术研究及学科构建中碎片化与完整性的内在逻辑，促
进环境史学的转型及发展。整体史视域及系统、动态的思维，有助于展现环境史画卷中不同的变迁
面向，较好地促进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 碎片化史观及具体场景的复原与展现，有

助于丰富整体史的内涵，提升整体史的立体感，使跨学科的研究路径更好地在环境史研究实践中展

现其优势。这不仅对环境史学，也对历史学的其他领域及分支学科，对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
学科建设及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个个环境史的碎片，折射出当代环境不同区域的现在及未来，尤其是那些决定环境变迁方向

的“碎片”、“细节”，就更具资鉴价值。好的“碎片”，往往因“细节”而丰满、充实，恰当而准确的
“细节”，也使“碎片”得以永恒及鲜活。一部部贯穿了全域或全球视野、具有不同主旨及思维导向
的中国、全球环境整体史，不仅可以用“全球生态整体观”①去关照并指导具体、微观的碎片环境史
研究，也对当前的生态文明全球化理念及“一带一路”构想的推进，对“生态( 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普及及具体建设，起到基础性的支撑及积极的资鉴、促进作用。

论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

滕海键

( 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就是以生态意识或生态理念为指导来研究经济史的范式和趋势。以往
学界特别是经济学学界在经济史研究中严重忽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环境史的兴起促

进了这一局面的改变。环境史( Environmental History) ②是一个外来词，现已为国内多数学者认同和
接受。近年来，环境史在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学界将焦点进一步深入到其主旨关怀
与学科体系构建及其对相关学科的影响上。众所周知，环境史研究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生态学正
日益深刻地影响着其他诸多相关学科。如今，历史学科的许多研究领域，包括城市史、全球史、社

①

②

周琼: 《边疆历史印迹: 近代化以来云南生态变迁与环境问题初探》，林超民主编: 《民族学评论》第四辑，云南人民出版
社 2015 年版，第 174 － 198 页。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北区域环境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 18ZDA174) 中期成果。
也有称“生态史”和“生态环境史”的，对不同称谓学界也有不同的内涵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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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史、农史等等，都出现了“生态转向”的趋势。经济史与环境史的关系最为密切，经济史研究要追
踪学术前沿，不能不对环境史研究发展的大势做出回应。当下经济史的传统论题有待拓展，研究范
式面临着挑战，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是突破现有研究瓶颈的途径，这也是未来经济史研究的学术

增长点。以生态学意识和理念来研究经济史，可以形成一门新的学科———“生态经济史”。

一、传统经济史研究缺乏生态意识的局限

经济史是以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经济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
人类的生产和经济活动，包括生产者、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等生产要素的状态及其组合与发展，生
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循环往复运动，农业、工业等经济部门的发展和演变等等。生产和经济活
动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主要媒介。在很长时期内，经济史研
究侧重于生产技术和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关系，关注的焦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权制度的历史变
迁、经济增长与生产效率、科技进步与市场作用等等，而忽视经济活动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
史研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人类社会从自然中抽离出来”，或者把自然视为“历史发展的背景或
外部条件来对待”，① 这在经济学界的经济史研究中特别突出。
人是自然生物圈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经济活动是在自然生态系统中进行的，“人类

的经济体系”与“自然的经济体系”②密不可分，抛开自然来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无论在历史
观还是方法论上都是片面的。传统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和主体虽然是“经济人”，③ 但偏重人的社会性
而忽视其生物性。人具有生物与社会两重属性，如果只注重人的社会性而忽视其生物性，就不能对
人类的经济行为做出客观的分析。传统的经济史研究深受古典经济学和近代机械论自然观的影响，
它秉承人与自然分离的二元论，奉守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外在于人类社会，只有工具价值、经
济价值; 不但将自然视为仅供人类开发利用的物质“资源”，而且把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视为一种脱
离自然的机械运动; 将“商品生产”和市场关系置于中心地位，而忽视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效应。
以往许多经济史评论文章多未提及经济史研究忽视生态的局限，说明主流经济史学界尚未充分

重视和深刻认识经济史研究生态取向的内涵与意义。尽管也有一些相关成果论及环境因素，但依然
存在诸多局限。一种情况是把自然环境作为经济史的分析背景和外部条件，或视为经济活动的场
域，环境不但是静止不变而且是缺乏能动作用的。虽然将环境纳入经济史研究但仅仅视为一种生产
要素。另一种情况是无视或忽视不同“区域间自然条件的差异性”，④ 因而不能为经济史的演变和不
同区域经济史发展的特点提供生态诠释。有很多成果在研究经济活动包括技术应用对自然环境的影
响时，往往陷入一种线性的因果论。或者虽然将自然环境纳入经济史研究却把焦点集中在人与自然
互动的层面上，而没有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存在“脱离人与
人关系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倾向”，⑤ 因而不能从整体上给予综合的阐释。
导致以上局限的成因有很多。首先，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缺乏生态意识和生态思维的缘故。如上

所述，近代以来受古典经济学和机械论自然观的影响，人与自然分离、以人为主、主客对立的人类
中心主义价值观和认识论支配着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许多学科，这一倾向连同增长至上的发展理念由

西方传至东方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并长期地影响着经济史的研究取向。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
的关系不仅变动不居而且极为复杂，生态学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生态学不仅研究自然生态系统

①

②

③

④

⑤

李根蟠: 《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2 期，第2 页。
“自然的经济体系”是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在《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 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一书中

提出的一个概念。
本文认为，既往研究更多的是从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的。
简修炜: 《中国古代区域经济史研究刍议》，《历史教学问题》，1990 年第 1 期，第 1 页。
李根蟠: 《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 2期，第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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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序与和谐，也研究其混沌与无序，不了解生态学的发展演变历史，不懂得辩证的生态观，就无

法深刻地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其次，政治因素的影响，即作为一种与时政有重要关联的学
科因避嫌“地理环境决定论”而导致的结果。再次，与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有
密切关联，发展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但是一种政治目标，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论题。

二、经济史研究生态取向的内涵与理论范式

学界对于经济史研究忽视环境的局限以往有所认识，也做了一些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① 早在
2005 年 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就主持召开了一次名为“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的学术研
讨会，② 专门讨论如何推进环境史视野下的经济史研究，然而迄今进展有限。环境史的兴起和发展
推动了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这是环境史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环境史以历史上的人与自然
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而人与自然的互动，“首先和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③ 环境史学界格外关
注历史上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积极倡导并努力践行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发表了很
多相关成果。④ 国内较早倡导经济史研究生态转向的是著名历史学家李根蟠先生，早在 2000 年他就
曾指出，“经济史研究中人和自然的关系，长时期被人们所忽视”。⑤ 李根蟠先生后来又发表专文明
确提出了经济史研究的环境史视野问题，并以农史研究为例进行了理论阐释。⑥

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就是“将生态分析运用到历史研究”，按照李根蟠先生的话说，就
是运用现代生态理念来研究经济史。现代生态理念是指从现代生态学中提炼出来的世界观( 历史观)
和方法论。这种世界观把包括人类在内的世界视为一个“共同体”，一种由人—社会—自然构成的
“复合生态系统”。根据现代生态理念，“人类是地球生物圈的一个成员，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在生物
圈的生态系统中进行的，人类的经济系统是生物圈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经济系统是以生态系

统为基础的”。⑦ 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意味着将人类的经济活动放入自然生态系统中去，探究自
然如何通过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人类发生互动关系。这就把“人类的经济体系”与“自然的经济体系”
勾连起来，并将其置于人类—自然生态共同体中，去研究其内在结构、动力机制与功能演变。
生态理念下的经济史研究，要求将“人类的经济系统”与“自然的生态系统”统一起来，不单关

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传统内容，还要关注和研究经济活动与环境变迁的互
动关系，包括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和生态效应等。李根蟠先生指出: “过去经济史在研究
生产力时一般局限于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劳动者状况的分析，现在，从‘人—社会—自然’的复合
生态系统的角度考察，生产力的内涵需要扩展，它不但包括社会生产力，而且应该包括自然生产

力、生态生产力或环境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统一。”⑧

传统的经济史研究以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等作为生产力的评估标准。从生态角度，对生产力的
评估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标准。诸如“自然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等是经济史研究中的新概念和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波在对农史研究中生态学理论的运用做了深入的分析。参见马波: 《农业生态经济学与农史研究》，《古今农业》，1990
年第 1 期，第 74 － 77、78 － 19 页。
包茂宏在这次会上指出: “国外环境史一直重视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史研究，而经济史相对来说比较忽视经济与环境的关系

史。”参阅魏华仙、黄进华: 《“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第 111 － 112 页。
李根蟠: 《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2 期，第3 页。
其中，农业与环境的关系最受关注。沃斯特特别强调“农业生态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因为农业是人类第一生计，农业与

环境有着更为密切的生态关系。中国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发祥地，两大文化系统在中国历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学界近年来出
现了从环境史角度研究两大文化系统的趋势，包括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

《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百年回眸———李根蟠先生访谈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第 142 页。
李根蟠: 《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2期，第2 －13页。
李根蟠: 《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2 期，第3 页。
李根蟠: 《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2 期，第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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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梅雪芹认为，生态生产力是指生态系统健康持续并能够提供有效服务的能力，具体是指随着
时间推移，生态系统保持活力并维持其组织结构及独立性和弹性的能力。评估生态系统健康的标准
有恢复力、活力、组织结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维持等。① 生态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克服了以往片
面、局部和单一的标准，从生态系统整体健康的角度，来评估生产力。以生态理念来研究经济史，
传统经济史的核心概念“资源”也有了不同内涵。王利华指出: “资源”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不但具
有经济利用价值，还有维持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价值，而前者是以后者为前提条件的。②

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人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从生态角度看，这不单
是商品生产和利润实现的过程，也是通过人工参与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转换与能量传递的过

程。人类利用知识和技术开发自然资源，并将其转换为新的物质和能量以供人类消费和使用，最后
将废弃物反馈给自然吸收和消解，如此循环往复。包括食物在内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能源的
开发利用等等，在生态上是一种物质和能量转换与循环过程，这就涉及转换效率、平衡与稳定等生
态问题。因此，生态视角中的经济史研究，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和利润实现等传统指标，更要关注
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以及生态系统的稳定，深入研究资源的有限性与消费的无限性

的矛盾运动，以探索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实现物质与能量交换的最佳途径。
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契合马克思主义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

斯就已对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做出了辩证的分析，③ 指出一方面作为自然的组成部分，人受制于自

然、靠自然过活，自然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 另一方面人对自然又有能动作用，通过生产和
劳动，人不仅适应而且能够改造自然。马克思称自然为“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马
克思还从哲学高度上论证了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具有“同一”性。马克思有关人与自然相互
作用互相制约的思想蕴含着“生态思维”和“生态史观”。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内在逻辑
是: 人类的经济活动与自然密切相关，自然并非外在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人类经济活动也并非外在

于自然; 自然能动地参与到人类经济活动中，人类的经济活动内在于自然生态系统并受其制约。
马克思把劳动视为人与自然之间实现“物质变换”的媒介，认为生产或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

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一方面，人类通过生产和劳动，从自然中获取
所需产品; 另一方面，又把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反馈给自然，这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一思想
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
矛盾”及其对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转换的破坏。马克思认为应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置于“合理调
节”和“共同控制”的基础上。马克思从“物质变化”的角度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内在矛盾，说
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与环境史的历史观是相同的。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而言，我们可以
说，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思想的回归。

三、推动经济史研究生态转向的价值和意义

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证研究，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不仅必要而且切实可行。生态视角下的
经济史研究有着广泛的论题。王利华提出的“生命支持系统”的历史和“生态—社会组织”系统的历
史，若从经济史角度看，就是对生态视角下的经济史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高度抽象和概括。
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从生态角度研究经济史，能够推

动经济史研究范式的转换，进而促进经济史研究的创新，最终能够深化经济史研究。以生态意识和
生态观来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发展规律是经济史研究的一条新路径，这会成为未来“经济史学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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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雪芹: 《环境史研究叙论·总序》，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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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长点”。生态学中的许多概念，如生态系统( 生命及生命支持系统、自然与人工生态系统) 、生
态共同体，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食物链与食物网，以及相应的生态意
识和生态观，比如整体意识、有机联系、竞争与协作、共存共生、多样性与复杂性、平衡与稳定，
等等，都可以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范畴。这不仅仅是经济史研究概念范畴的变化，更是研究范式
和理念上的变革，即由人的“本体主义”转向“生态主义”。将人类的经济系统放入自然生态系统之
网中去，来研究和评估自然环境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但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人与自

然的关系，而且有助于更新传统的经济史观，进而形成一种新的生态经济史观。按照夏明方教授的
说法，就是使我们“从教条式的唯物史观走向辩证的生态史观”。①

以“生态史观”来研究经济史，确定无疑能够更新许多传统的认识。李根蟠先生指出: “用环境
史视野观察经济史，可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自然对经济活动的‘参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应
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和消费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等等方面，加深或刷新我们的认识。”他还讲过:
“在一定条件下，商品经济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优化，从而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 但商品经济无序
的发展又往往引起社会的分化、资源的耗损和环境的破坏。”②在相当长时期内，人们过度相信“市
场配置”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奉行自由放任政策，结果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后果，最终又影响和制
约了经济的发展。以生态视角来看，环境问题具有外部性和公共性，需要公共权力的介入，这也是
19 世纪下半叶欧美市场经济国家环境问题加重并开启社会改革议程的历史背景。由此看来，对历史
上市场经济的考察，需要超越“资源配置”的局限，从更为广阔的视域来看待。
历史地看，人类对自然既有“适应”也有“改造”，而“改造”对自然生态系统既有破坏性一面，

也有利于稳定和平衡的实例。所以，对人类的生产和经济活动的评估需要超越“干扰”和“破坏”的
僵化认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辩证的生态经济史观。再如，以生态视角考查工业革命，我们发现工
业革命不但是一场技术革命，它同时也是一次能源革命。英国原本是一个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但
由于工业的发展及家庭等对森林资源的大量消耗，到 16 世纪英国的森林资源严重短缺，出现了能
源危机，这对经济发展形成了制约。但英国在长期工场手工业发展和技术积累的基础上，在 18 世
纪通过技术改造和创新，发明了能够高效利用本土丰富的煤炭资源的技术———改良蒸汽机，从而突
破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实现了经济的起飞。③ 由此，我们看到了工业革命的另一面。
推动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当下全球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加

重与生态失衡的背景下，更为迫切。经济史研究应超越经济史研究的传统范式，将焦点由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经济增长和市场配置等转向人类—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健康及人与自然物质循环的稳定
等视域上，以“万物生之于土，万物归之于土”的生态理念，研究和探索高效能的循环经济与永续发
展的历史经验和路径。以生态理念和生态视角研究经济史，亦能为现实的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益的
启示。它使我们认识到: 人类的经济活动最终受制于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健康与稳定，人类必须
遵照生态规律来安排经济活动，经济效益取决于生态效益。应该将生产力置于生态系统中考查，研
究如何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以确保人类的整体长远利益和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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